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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史研究] 主持人:　陈宝良　
　　主持人语:揆诸明代史的演进历程,正统“己巳之变”而导致的一时政治危机,却因名臣于谦的挺身

而出,从而使危机化为乌有,且历经成化、弘治两朝的善治,更使社会暂趋稳定,甚或享有盛世之誉.武

宗继位,沉溺游逸而无心治国,因绝嗣而国无储君,又一次使明代陷于危机之中.正德末年,看似简单的

皇位传承,背后所蕴涵的丰富的政治史信息,却颇值得后来的研究者加以重新审视.如何解读正德、嘉

靖之际的政治乃至社会危机? 本期所收两篇论文,显然已经作了较有建设性的解读.田澍所撰之文,通
过广征博引的史实考辨,证明内阁首辅杨廷和在处理绝嗣危机时的种种失策之举,不失为一种让人耳目

一新之论;陈旭所撰之文,虽仅以论证林俊与“大礼议”的关系为主旨,然“大礼议”实为正德、嘉靖之际政

治危机的主要表征.就此而论,两文实则互相呼应,对于解读正德、嘉靖之际的这段历史颇有裨益.当

然,正德、嘉靖之际是明代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变的时代,诸如因«嘉靖事例»与«嘉靖新例»的出现而导

致制度性的变革,或因“大礼议”而导致的士风变化,无不是研究者需要加以深入探讨的课题.

杨廷和与武宗绝嗣危机
∗

———中国古代政治危机应对失败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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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武宗绝嗣危机是明代历史上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一.这一危机是正德君臣懈怠、乱政的集中

反映.在这一危机中,除武宗外,首辅杨廷和是另一关键性人物.在武宗生前,杨廷和对群臣上疏劝谏预立皇

储漠不关心,没有对武宗形成强大压力,使解决危机丧失了最佳时机.在武宗死后,杨廷和自作主张,选立武

宗堂弟朱厚熜为君,直接造成了武宗绝子.但当世宗继位后,他削足适履,违背遗诏,想当然地提出要让武宗

堂弟变成武宗亲弟,试图通过改换皇帝的父母为其造成的武宗绝子弥补遗憾,但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从整个

危机处理过程来看,在每一个关键环节,杨廷和不得要领,胡乱作为,大搞一言堂,要么隐忍,要么张狂,成为中

国古代社会处理政治危机时拙劣表现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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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武宗绝嗣是明朝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为严重的危机之一.如何应对这一涉及王

朝根本的政治危机,是考量当时各种势力政治能力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武宗绝嗣危机中,作为内阁

代表的首辅杨廷和的表现是最值得关注的.在已往的研究中,学界极少有人以危机处理的角度来理

性地审视杨廷和在这一特殊时期的言行,仅仅以其“大礼”主张来就事论事,使对杨廷和的研究难以取

得真正进展.鉴于此,特立此题,以武宗绝嗣危机处理的视野来考察杨廷和的应对策略的得失.

一、杨廷和在选立储嗣的呼吁中无所作为

在研究因武宗绝嗣而引发的政治纷争中,学界大多以“大礼议”来笼统地概述这一现象.事实

上,以“大礼议”来代替“绝嗣危机”是不符合实际的.它们两者之间不是对等关系,“大礼议”作为武

宗绝嗣危机中的一个争端,不可能涵盖“绝嗣危机”的全部内容.换言之,“大礼议”只是“绝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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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全部内容,所以,用“绝嗣危机”表述正德、嘉靖之际的政治情势更为妥当.该危

机是考察正德、嘉靖之际人事变动和政治走向的一条主线.
储君为“天下大本,国家治乱攸系”[１]卷１３３,正德十一年正月庚子 .武宗绝嗣局面的出现,是正德政治极不

正常的集中反映,是正德时期君臣败政的典型表现,更是君臣关系极不和谐的必然结局.作为称帝

多年且届成人的武宗,一直无有子嗣,成为正德时期最大的政治隐患.一些敢于担当的朝臣深为忧

虑,纷纷站出来明确要求武宗效法宋仁宗,从同宗中选择一位,暂时立为皇储,先作教养,以备不测.
如正德九年(１５１４),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缜要求武宗“讲求我朝留亲王之意,参考宋仁宗育宗室之

典,以固根本”[１]卷１１１,正德九年四月丁巳 .不久,广东道御史王光亦言:“皇上嗣登大宝已及十载,皇储之位

尚虚,天下之心安得不忧? 而上天之戒亦岂虚示也哉? 伏望念创业之艰,重天下之本,择宗室之贤

者一人,选正直之臣辅导预养之,待皇上诞育,仍遣归藩,则人心悦而天意回矣”[１]卷１１９,正德九年十二月己巳 .
但对此类建议,武宗当成耳边风,一概不理.武宗拒绝效法宋仁宗,使选立储嗣久拖不决,直至暴

卒,直接造成了皇位的空缺,形成了空前的绝嗣危机[２].
在绝嗣危机形成过程中,于正德七年(１５１２)底担任首辅的杨廷和(正德十年三月至十二年十一

月丁忧)可以说毫无作为.正德十五年(１５２０),巡按直隶监察御史范永銮疏言:“天下之患莫大于上

下之情不通,近年以来,廷臣或请罢游幸,或请建储君,或请亲君子远小人,惟冀圣心感悟,悔往图

新,奈何日月之光逾远,纶綍之音不闻! 诸臣论列,得入御览与否,不可得而知也.间有批答,多假

乎左右,而内阁之臣无与,臣恐一日祸作,陛下置天下于何所邪”?[１]卷１９０,正德十五年闰八月庚戌 范永銮对武宗

荒嬉和拒绝选立皇储提出了批评,同时对君臣阻隔和内阁无所作为表示了深切的忧虑.毫无疑问,
武宗应承担绝嗣危机的全部责任.但如是说并不意味着阁臣就可以置身事外.范永銮等一批朝臣

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了拖延解决绝嗣危机的严重危害.当绝嗣危机真正到来时,说明范永銮等人并

非是杞人忧天.令人不解的是,在形成绝嗣危机的过程中,首辅杨廷和等阁臣大都装聋作哑,尸位

素餐,很难像范永銮等朝臣那样强谏武宗预立皇储.可以说,在绝嗣危机的潜伏期和爆发期,杨廷

和等阁臣没有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阻止危机的出现,他们像旁观者一样隔岸观火,出奇地冷静和

从容! 据«明史杨廷和传»载: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正月,“帝郊祀,呕血舆疾归,逾月益笃.时帝无

嗣.司礼中官魏彬等至阁言:‘国医力竭矣,请捐万金购之草泽.’廷和心知所谓,不应,而微以伦序

之说风之,彬等唯唯”.他既不采取一切措施抢救武宗,又不趁机说服武宗解决皇储,其态度冷漠和

举止怪异是明代历史上独有的,这与后来他们在大礼议中的张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德十六年(１５２１)三月十四日,武宗暴亡,由他亲自选立嗣君的所有努力正式宣告结束.绝嗣

危机如同此前谏言朝臣所担心的那样降临.在三月十三日晚,在豹房中的武宗病危,身边只有太监

陈敬和苏进二人,在如此关键时期,后宫和阁臣亦无法面见武宗,武宗也无意向他们交待后事.这

既是武宗荒谬绝伦的最后,也是最集中的反映,更是杨廷和等阁臣被武宗视为无有和影响政局能力

达到冰点的最好说明.换言之,在武宗弥留之际,阁臣如同废物,被皇帝和宦官抛弃在一边,连顾命

大臣的身份也未获得,足以说明武宗内阁的困境和无能.武宗和太监最后向外界传出的指令是:
“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皇太后,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
前此事皆由朕而误,非汝众人所能与也.”[１]卷１９０,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 此语是否为武宗临终所言,而无两位太

监的矫伪,难以判断.假使为真,从中可以看出,到最后一刻,武宗也没有指定何人为皇位继承人,
而只是为自己揽责,为其他人开脱责任,由他一人承担正德乱政的全部责任.这样的遗言,无论太

监,还是阁臣,都是求之不得的,符合各自在后武宗时代的政治利益,完全撇清各自与正德乱政的关

系而不负任何连带责任.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武宗也无意解决皇储如此重大的事情,而只是一味地

为其他人洗刷清白,自己独自承担全部坏政的责任,这是非常离奇的现象!

二、杨廷和断送了武宗选嗣的最后机会

当绝嗣危机真正降临时,如何有效控制局面,防止出现灾难性后果,是考察朝臣,特别是密勿重



臣处理危机能力的重要指标.此时,再纠缠于谁为该危机负责,已为情势所不容,当务之急是解决

现实问题,尽可能地将危机中的不确定性排除,使危机的解决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三月十四日,毫不知情的杨廷和等人正在内阁等待武宗钦定殿试题目,以便组织考试,但他们

未等到武宗批复,却等到惊人的“驾崩”消息,杨廷和也与众人一样,“惊悸失措”.不过,在惊恐之

余,杨廷和“私念危急时天下事须吾辈当之,惊悸何为”?[３]尽管在武宗生前,杨廷和未能促成立储之

事,但可以肯定的是,杨廷和也在私下盘算此事,并考虑合适人选.前述他以“伦序”暗示太监就是

明证.所以,在死讯传来之际,杨廷和不与众阁臣讨论,便脱口而出:“请众太监启太后,取兴长子来

继承大统,莫说错了话”.[３]按照杨廷和的记载,在他说出兴世子朱厚熜之前,还未正式接到武宗遗

言,他第一时间得到武宗暴亡消息是送殿试试题的太监传来的.他刚说完此言,“魏司礼英等八人

及谷大用、张永、张锐同至阁中,魏手持一纸授廷和,乃大行皇帝遗命臣廷和、臣储、臣冕、臣纪

举哀叩头讫,臣廷和即扬言:‘且不必哭,亦且不必发哀’,遂取«皇明祖训»示诸司礼曰:大行皇帝未

有后,当遵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奉迎兴长子来即皇帝位,兵部选法,伦序相承,正是如此”[３].也就是

说,杨廷和决定选立“兴长子”不是按照武宗遗言行事的.«明武宗实录»对此没有说明.«明史杨

廷和传»也含混其辞,不记谷大用到阁之前杨廷和的主张,并言“梁储、蒋冕、毛纪咸赞之”.事实上

是杨廷和不让他们多嘴.«明史世宗本纪»也语焉不详,认为“武宗崩,无嗣,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

杨廷和定策”,使不明真相者如云里雾里.倒是«国榷»的记载大致符合实际,认为“大学士杨廷和等

定议”[４]后才禀告张太后.可见,在正德时一直隐忍的杨廷和在此危难之际,能够依据«皇明祖训»
的相关精神,按照“伦序”原则,并根据自己的理解来确定皇位继承人,应该说是一种创新.在这一

特殊时刻,杨廷和采取了非常举措,用无缝对接的行政手段在一天之内完成了选君、颁诏、派员迎取

等重大步骤,这一切都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参与者只有阁臣和几位太监.在这一重大决策过程

中,他们之间没有展开讨论,是杨廷和以命令的口吻来宣布自己的决定的.从选君和解决危局的角

度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依武宗遗诏而言,在选定新君时,杨廷和应与张太后共同“议处”,而不是

杨廷和一人决定后强迫张太后顺从.所以说,在选定“兴世子”时,内阁根本没有征求意见,特别是

没有听取张太后的意见.但在后来的“大礼议”中,杨廷和的追随者非说世宗是由张太后决定的,如
吏部左 侍 郎 何 孟 春 所 言:“今 日 神 器 必 归 真 主,虽 皇 祖 之 训,先 帝 之 遗 诏,固 圣 母 之 意

也”.[５]卷４１,嘉靖三年七月乙卯 这完全是为了支持杨廷和而罔顾事实.毋庸置疑,在决定新君人选时,没有经

过任何形式的讨论,更没有与张太后沟通.杨廷和不让讨论,既有好处,也有明显的不足.好处是

在选君时减少阻力,避免引发歧义而使选君流产;不足是对后续问题考虑不周,将产生更大的麻烦.
新君是选出来了,但武宗绝嗣危机并未解决.对“伦序”的理解可有多种观点,但根本的问题是

要解决武宗绝嗣之事,而不仅仅是选择新的皇位继承人.但是,自从杨廷和提出不容讨论的“兴长

子来即皇位”后,杨廷和自觉或不自觉地葬送了为武宗续嗣的最后一点可能性.也就是说,是明武

宗亲自断送了续嗣权,是杨廷和亲自葬送了为武宗续嗣的最后机会.因为真要在武宗绝嗣之后选

择新君,就必须按“伦序”在孝宗之孙、武宗之侄中选定,而不是在宪宗之孙、孝宗之侄中选定.从孝

宗之侄中选定新君必然意味着武宗的断嗣.而杨廷和选定“兴长子”继承皇位与武宗生前朝臣要求

预选武宗之侄为储君的要求完全相背.快刀斩乱麻的杨廷和在成功选定新君的同时,事实上在制

造着更大的麻烦,暂时的平静和顺畅并不意味着绝嗣危机的真正解决.
杨廷和选定新君的意志最后通过武宗遗旨而正式确定,成为不能更改的法律文书.事实上,武

宗遗旨不是武宗意志的体现,而是武宗死后杨廷和意志的体现.张太后没有参与讨论,碍于情势只

得顺从杨廷和的意见.武宗遗旨的内容是:“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年已

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

嗣皇帝位,奉祀宗庙,君临天下.”[１]卷１９７,正德十六年三月丙寅 同时又发了一通张太后懿旨:“皇帝寝疾弥留,
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１]需要指出的是,遗旨和懿旨

中的“弥留”或“寝疾弥留”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而是武宗死后杨廷和个人在作决策.但不管如何,通



过向天下颁示的遗旨和懿旨,“兴长子”完全取得了称帝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一旦公开,便意味着

武宗绝嗣真正变成了现实,而幕后唯一的推手就是杨廷和.
«明史»的作者在杨廷和等人的传记中就武宗死后皇位空缺时对其作为评论道:“其诛大奸,决

大策,扶危定倾,功在社稷,即周勃、韩琦殆无以过.”[６]这一评论仅仅从维护政局的平稳过渡来说是

有道理的,但从武宗绝嗣危机角度来考察并不确切,是一种短视性的溢美之词,完全无视杨廷和在

武宗死后绝嗣危机中的主要责任.杨廷和选定“兴长子”,就意味着武宗彻底绝嗣.可见在绝嗣危

机中的最后时刻,杨廷和也照样没有表现出特异才能而找出两全其美的对策,人们不应用选定新君

来掩盖绝嗣危机,或忽略绝嗣危机,更不能掩盖杨廷和的责任.
在完全不考虑武宗续嗣的前提下,来选择新君是杨廷和在最后一个关键节点所做出的决定.

这一决定是具有挑战性的,也是有极大风险性的.由于武宗暴亡,各种势力在惊恐中同意了杨廷和

的主张,杨廷和也在严密封锁消息中暂时获得了主动权.这一特殊情势对权力欲极强的人来说似

乎得心应手,可以我行我素.但就这一重大问题的解决来说,一言堂并非上策.在危机处理初期,
主事者要有包容之心,在适当范围之内征求意见,特别是不同意见是必需的.如果压制不同意见,颐
指气使,盛气凌人,以非常时期的非常需要为名,拒绝听取不同意见,必将带来更大的破坏性后果.

三、杨廷和强迫世宗改换父母是绝嗣危机的余波

选择“兴长子”并没有解决武宗绝嗣危机,而是正式宣告武宗彻底绝嗣,这完全是杨廷和个人的

决定,他要有勇气承担这一历史责任.按照选择新君之日的诏旨和杨廷和的说法,选立“兴长子”是
来当皇帝的,而不是给孝宗当儿子来的.这是必须明确的基本事实和基本理念.无视这一点,就不

可能理性考察世宗即位后所出现的与武宗绝嗣危机的任何争论.
选定“兴世子”之后,杨廷和有了充裕时间来认真面对和思考武宗绝嗣的问题.在选立新君时,

杨廷和顾了这头,顾不了那头,未能把选君与解决武宗绝嗣统一起来,反而使该危机进一步加重,在
最后关键时刻直接造成了武宗的绝嗣.杨廷和在发现问题后,自然要想法弥补,那就是要把“兴长

子”改变成孝宗之子.因为作为武宗堂弟的“兴长子”,怎么改也不可能变成武宗之侄或武宗之子,
只有硬着头皮迫使他变成孝宗之子,使孝宗一系通过“兴长子”而得以继承而不绝,这是杨廷和在发

现漏洞之后的唯一选择.但这种选择能否实现,却不是由杨廷和个人所能掌控的.也就是说,在新

君即位之后,杨廷和已无任何权势可言,他左右不了政局,也左右不了皇帝.
前已述及,“兴长子”合法称帝的唯一依据就是武宗遗旨.虽然这份遗旨是由杨廷和等人打着

武宗的旗号向天下颁示的,但一经公布,任何人都必须遵循.大多数研究者不明武宗绝嗣危机的发

展路径,转移视线和话题,以杨廷和的是非为是非,要用“大宗”来重塑世宗称帝的合法性依据.
张太后懿旨中有“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的告示.像能否改换皇帝父母这样的大事,杨

廷和要像一个多月前一人指定“兴世子”称帝那样来决定,要把自己个人的意图变成朝廷的政策,可
以说是在政治上极度无知的表现.但是,杨廷和还沉浸在无君的特殊时期,当新帝登基后,他还对

自己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称帝后,当世宗要议定其父尊号时,杨廷和依然像武宗暴亡后那样,拿
出汉宋事例命令礼部毛澄:“是足为据,宜尊孝宗曰‘皇考’,称献王为‘皇叔考兴国大王’,母妃为‘皇
叔母兴国太妃’,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
斩.”[６]世宗要礼部议定其父兴献王的尊号,而杨廷和却越位指令礼部改换皇帝的父母,并且连称谓

都已想好.不难看出,杨廷和早有准备,而且准备得相当“充分”和“周密”.这是他自己想好的危机

处理预案,也是他自认为绝对有把握的危机管控方案,他不与皇帝沟通,背着皇帝要豁出来单干,从
一言堂的第一个漏洞向第二个漏洞转移.杨廷和的这一表露和越位充分说明他的狂妄自大,根本

不把新君放在眼中,缺乏基本的行政能力.如果他是精明务实和遵守规则的阁臣,自己不应在第一

时间插手此事,而是先让礼部组织廷议,听取不同意见,再探求各方能够接受的方案.但杨廷和自

以为是,指手画脚,违背议事程序,将自己置于绝境之中.在未与皇帝沟通的情况下要强迫当朝皇



帝改换父母,使世宗无地自容,这不是在皇帝即位后一位精明政治家的理性选择和应当行为.“有
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是杨廷和最无知的表现,表面上好像是说给朝臣听的,实际上是说给世宗听

的.按照这一指令,世宗也不得有异议,否则,也在“斩杀”之列.世宗对杨廷和的“冒犯”,在入京时

就已不满.当时杨廷和要让世宗按皇太子礼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但世宗明确告诉他们:“遗诏以

吾嗣皇帝位,非皇子也”.然而,杨廷和自恃“拥立”之功,自以为是,不予让步,仍要求世宗按照皇太

子礼入居,又被世宗拒绝.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张太后出面调停,否定了杨廷和的主张.在第一回

合的较量中,杨廷和彻底失败.但第一回合的预演并未给杨廷和以清醒的警示,他仍不死心,准备

再找机会迫使世宗就范,以便挟持世宗,形成强臣弱君的局面.“当斩”之说就是杨廷和使出的又一

杀手锏,主要是针对世宗的.人们应该明白,杨廷和没有任何权力和资格发布这样的命令! 在中国

古代,恐怕人们找不到第二份这样公开恫吓和威胁包括皇帝在内的全民的斩杀之令.杨廷和这一

急不可耐的命令,事实上反映出了他对自己当初选择“兴长子”的极度懊悔和焦虑,更反映出他在冷

静之后认识到自己在武宗绝嗣危机中的巨大失职.他试图要以飞蛾扑火式的精神把世宗变成孝宗

之子,他已经失去了理智,也完全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能量.正是杨廷和一手点燃了火药味十足的

大礼议,故大礼议是政治事件,而绝不是简单的仪礼性争论.但杨廷和自此再不可能像选君那样在

完全封闭的真空中决策,他自己一言堂的决策没有任何授权,没有任何借口,没有任何条件保障,他
的提议必须经过公开的讨论,而这一讨论是他无法也无力独自操纵的.对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问

题,哪有不让争论的道理? 哪有把反对者视为“小人”的道理? 哪有“斩杀”反对者的道理? 从杨廷

和要斩杀反对者的口气中可以看出,他自己已知道讨论结果的不妙,暴露了自己的心虚.当世宗即

位后,杨廷和的政治生态已完全发生了变化,但他仍然沉浸在武宗死后的皇位空缺时期,仍想享受

无君时期的权力快乐.他无视现实政治的巨大变化,完全忘记了作为阁臣的自己是君主的附庸,自
不量力,要依靠过时的孝宗皇权向新君挑战.杨廷和无视廷议程序,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将一己之意

强加于皇帝和群臣之上,不容议论,完全是乱政行为.在杨廷和的高压和恐吓下,依附于杨廷和的

朝臣利用自己的一点点知识极力迎合杨廷和,用一些奇谈怪论挑战世宗的合法性.如吏部左侍郎

何孟春等人把世宗继统不继嗣看作是商代夏、周代商的王朝断裂,言:“自家天下以来,气脉相承,未
有继绝不继嗣者.若云只要帝王之统不绝,不必继嗣,则如汤之于桀,夏之统不绝;武王於纣,殷之

统不绝,皆谓之继统可也.皇上奉先帝遗诏入继大统,而谓之不必继嗣,彼欲皇上比于汤、武也,将
宜先帝于何地也”![５]卷４１,嘉靖三年七月甲子

当皇位空缺时,杨廷和可以利用非常时机的借口而无视懿旨“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的
约定,向外发号施令,但当世宗即位后,一切必须从头开始,自己必须回到阁臣应有的角色.像让当

朝皇帝改换父母这样的大事、难事,杨廷和还想唱独角戏,自作主张,并想再次获得成功,是根本不

可能的.当世宗以“兴长子”身份真正称帝后,武宗绝嗣危机应该画上句号,杨廷和必须迅速转换立

场和角色,利用“拥立”之功与新帝建立新型关系,以有所作为于世宗新政.但杨廷和在这个时候又

把弥补武宗绝嗣危机的缺憾视为自己追求的最大政治目标,要让新任皇帝为该危机负责,把武宗绝

嗣危机转嫁于世宗,试图把世宗拉进该危机的漩涡之中.然而,世宗并非等闲之辈,更不是任人摆

布的弱智之君.世宗自从接到武宗遗旨,就能看明白自己称帝之后仍然是兴献王的儿子,不会因意

外得到皇位而改为别人的儿子,即他不会拿皇位换父母.在世宗看来,这是做人的基本尊严.否

则,他不会跑到北京自投罗网,唯利是图,甘当他人之子,让天下之人耻笑.在讨论武宗绝嗣危机以

及大礼议时,武宗遗旨是世宗称帝合法性的唯一依据.杨廷和试图移花接木,转移视线,用隐蔽手

段将世宗改换成孝宗之子是徒劳的.大礼议中的纷争看似复杂,实则简单明了.大礼议中杨廷和

一派展示给世人的是:即使他们引经据典,绞尽脑汁,搜肠刮肚,甚至虚晃着“程朱”的旗号,都不可

能达到目的.用所谓的“大宗”取代武宗遗旨而将世宗引入到武宗绝嗣危机中的企图只是杨廷和的

一厢情愿,不可能像选君那样简单粗暴地命令他人,特别是使世宗完全接受更不可能.
大礼议最终的结果是彻底否定了杨廷和的主张,完全按照武宗遗旨确定了世宗与兴献王朱祐



杬的父子关系,这是没有悬念的结局.嘉靖三年(１５２４),世宗钦定大礼议,此举具有标志性意义,武
宗绝嗣危机最终由世宗划上句号.杨廷和及其追随者被世宗清洗,标志着武宗绝嗣危机的真正结

束,这是武宗君臣在选立储君问题上不作为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造成武宗绝嗣所必须付出的政治

代价.是武宗和杨廷和等人直接造成了武宗的绝子和孝宗的绝孙,而杨廷和要把这一责任转嫁给

世宗的图谋未能得逞,通过公开讨论的大礼议纠正了杨廷和的错误主张,正视武宗绝嗣,最终承认

武宗绝嗣,该危机便以确定世宗以兴献王长子的身份君临天下而彻底结束.至于当时部分臣民和

后来的一些学者津津乐道和争论不休的礼仪和礼制问题则是另外一回事,不应与世宗能否改换父

母混为一谈,因为对“争考”与“争庙”等的争议完全不是同一性质和同一层面的问题.
大礼议是武宗绝嗣危机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环节,是武宗生前预立皇储和杨廷和在新君继位前

后大搞一言堂的总爆发,其结果是使延续十多年的武宗绝嗣危机得以最后解决.这是大礼议最核

心和最显著的政治功能,但长期被学界漠视.

四、杨廷和应对武宗绝嗣危机的教训

从武宗绝嗣危机的整个过程来看,杨廷和始终没有找到万全的应对之策,该危机是中国古代政

治危机处理失败的最为典型的案例,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
(一)危机初期的不作为

在危机潜伏期,敏锐的朝臣不断上疏,要求武宗效法宋仁宗预立皇储,但武宗一再错失良机.在

这一时期,杨廷和等阁臣也漠不关心,使危机处理失去最佳时机.可以看出,此时的君主和阁臣视立

储为儿戏,集中反映着正德时期朝臣特别是阁臣的懈怠和政治乱象,使绝嗣危机在渐变中日益复杂.
当武宗在豹房弥留之际,他仍与宦官鬼混在一起,未能像其父孝宗那样将阁臣召至榻前交代后

事,杨廷和等人也未能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那样成为顾命大臣,使武宗自己亲自解决绝嗣危机

失去了最后机遇期.在武宗本人未能亲自解决皇嗣之后,最后的一次机会就掌握在杨廷和等阁臣

手中.当武宗去世之后,内阁暂时不可避免地被推到前台,作为首辅和在阁资历最深的杨廷和理应

在这一关键时期尊重武宗生前朝臣要求效法宋仁宗预立皇储的建议,从武宗侄子辈中按“伦序”选
立嗣君,亦可有效化解危机.但杨廷和并未顺应朝臣的共识和要求,却从武宗同辈中选立,并不让

争议.此举从选君继统来讲是可取的,但从解决武宗绝嗣危机的角度来说是不可取的.杨廷和此

举其实是对长期以来要求武宗续嗣主张的极大蔑视,说明杨廷和并不认同朝臣的主张,这从另一方

面揭示武宗生前杨廷和为何对朝臣续嗣主张冷漠的原因.当杨廷和决定由武宗堂弟、兴献王长子

朱厚熜继承皇位时,就正式宣告了武宗的绝嗣.
(二)危机到来时的乱作为

在按杨廷和之意快速选定新君之后,杨廷和才意识到武宗绝嗣的严重性,但收回成命已不可

能.此时的杨廷和已没有在选君时的担当意识,而是要自毁形象,自绝于世宗,盘算着要依靠自己

虚弱的力量将“兴世子”改变成孝宗之子,要尽可能地减轻自己的责任.武宗绝嗣已被杨廷和彻底

断绝,但他动员一切力量要把朱厚熜变成孝宗之子,要把朱厚熜变成武宗亲弟.只有如此,杨廷和

才能向天下有个交待,向张太后有个交待,也向自己最后造成的武宗绝嗣有个交待.既然世宗和武

宗同为一个父亲,那就是亲兄弟,既使武宗绝嗣也能勉强说得过去.这是杨廷和的如意算盘.可惜

他不是在一张白纸上写字,能否实现,显然不是由杨廷和一人说了算.换言之,选君时,杨廷和说了

算,但要皇帝改换父母时,杨廷和说了不算.
长期以来,学界对大礼议的研究存在巨大误区和许多盲区,即无视武宗绝嗣危机,仅仅认为大

礼议就是对兴献王尊号的争论,研究大礼议只从讨论世宗之父的尊号来孤立、片面地展开,而没有

一个广阔的视野来理性地认知大礼议.笔者之所以坚持认为大礼议就是对世宗能否改换父母的争

论,就是要改变这一认知模式,揭示大礼议的核心和本质问题.只有洞悉武宗绝嗣危机的演变,并
以该危机为主线,才能真正理解大礼议的真实面目.离开武宗绝嗣危机,就不可能理性地认知大礼



议.而杨廷和试图用改换世宗父母的作法来弥补自己决策的巨大缺陷,又使自己身陷深渊,无力自

拔,直至彻底失败.换言之,杨廷和要世宗改换父母,犹如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成功,是一个最愚

蠢和最幼稚的政治选择,其结果必然是自取其辱和自取灭亡.从整个危机演变的关键环节来看,杨
廷和始终定位不准,胡乱作为,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危机,反而使危机愈加严重,最后以自己的完败

而告终.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学者过高地估计了此时杨廷和的能量,有意或无意地把杨廷和当

成此时的支柱.事实上,杨廷和根本无力完成强迫世宗改换父母的企图.人们不应该忘记,杨廷和

在正德十五年(１５２０)连要求武宗主持正常的殿试的能力都没有,致使该次殿试延迟至下一年,而且

是由世宗即位后补试的,成为明朝和科举史上的一大奇闻怪事.
(三)新君时的路径错选

在世宗入京时的第一次较量失败以后,杨廷和并没有认清形势,立即改弦易辙,而是一意孤行,
决意与世宗对抗到底.杨廷和强迫世宗改换父母,也就意味着他完全选择了与世宗对抗而无法回

旋的不归之路.他未能抓住“拥立”世宗的历史机遇而换得新君的好感与信赖,最终葬身于武宗绝

嗣危机之中,成为武宗绝嗣危机的牺牲品.也就是说,是杨廷和自己打败了自己,而不是世宗打败

了杨廷和,更不是张璁打败了杨廷和.那种过分强调世宗用皇权镇压杨廷和,以及张璁“迎合”世宗

而击败了杨廷和,完全是一种肤浅乃至错误的认识! 杨廷和在武宗绝嗣危机中的表现,集中反映了

他无力应对政局巨变的大潮,没有能力抓住政治机遇,他的应对失误使自己和追随他的人一并成为

武宗绝嗣危机的最终受害者.在选立世宗后,他又选择了忠于孝宗的路线,这种脚踩两只船的行

为,绝不是一位精明的政治家的作法.在杨廷和选立新君之后,再不可能有兼顾两者利益的万全之

策,侵害当朝皇帝的利益而要成全已逝皇帝的利益,这是一个危险极大的选择.这个选择如果碰上

一位昏庸和见利忘义的皇帝,也许能够迫使其就范.但如遇上稍明事理的皇帝,肯定不会成功.不

幸的是,杨廷和恰恰碰到的是后者.杨廷和因此成为“三输”型的政治人物:他未能为武宗续嗣,也
未能为孝宗再变出一个儿子,更未能换得世宗的尊重和好感.杨廷和不可能一方面造成武宗绝嗣,
另一方面又要忠于孝宗;也不可能一方面与世宗水火不容,另一方面又要有为于新政.他选择了忠

于前朝,就必然为新朝所不容.故他们被世宗通过杨廷和挑起的大礼议顺势清洗是当时政治的需

要,完全符合世宗的政治利益,也完全符合明朝的根本利益.换言之,大礼议就是杨廷和自掘坟墓

而被世宗清除政坛的过程.正是杨廷和逆势而行,故被世宗遗弃便是顺理成章之事.
世宗生长于湖北,自幼接受了良好教育,也对社会风气有深刻的感受,完全不同于生于后宫、教

于深宫的皇储.如果说后者是温室中成长的话,那么世宗就是在大自然中接受阳光成长的,他知道

临民做君的道理,更知道不能因为意外得到皇位而随意改换父母,抛弃自己的至亲,否则,无有脸面

立于万民之上! 在大礼议中,世宗就是要依据武宗遗旨得到自己应有的名分,维护自己父母的合法

权益,成为万民的榜样.他说:“人君能尽伦理以立于上,万姓化于下,伦序明而人道备,福将自

至.”[５]卷８１,嘉靖六年十月丙寅 世宗坚持自己的主张,最后赢得了胜利.杨廷和无视现实而削足适履,拿过时

的旧礼来压迫世宗就范,实践证明没有一点成功的可能性,从危机处理角度来说是完全失败的,是
一部典型的反面教材,其教训值得认真反思和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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